
第 23 卷第 9 期
2020 年 9 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Ｒ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23 No． 9
Se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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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影响产业结构

变动的关键． 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量化分析 2004 年 ～ 2016 年中央层面

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中央 + 地方”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

的时滞效应． 结果表明: 1) 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多期的，不同时期的影

响效应不相同． 产业结构变动亦是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

构变动的影响呈现倒“U”形． 2) 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在颁布当年由于“冲击效应”对污染企业产

生规制作用，但冲击往往是强烈且短暂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做出暂时性应对行为． 3)

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作用，使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期望的方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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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山西、河南六个省市，是我国重化工业集中的

区域，也是工业固体废物和再生资源高度集中的

产地，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

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示范意义． 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央政府审议通

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 北京的

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

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非常明确地对京

津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变动提出新的

要求．
大气污染防治是京津冀环境规制过程中的核

心问题，解决此项问题单靠京津冀三地的力量不

足以达成，必须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联动治

理． 国务院于 2013 年 10 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后为进一步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2018 年 7 月调整为“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体现

了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保护的深化

和决心． 然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在经济、资源、社
会和环境等领域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对环境

规制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紧迫程度不相同．

此种情况下，各个省市在施行环境规制的过

程中会调整环境规制政策的效力和政策执行的监

控力度，致使环境规制目标不能按照预期时间达

成． 此外，产业结构变动具有缓慢性和长期性，污

染企业在政策规制作用下会形成动态化调整，引

起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时

滞效应不仅表现为行动与效果之间存在时间差

距，也表现为传导过程中初始效果与最终真实效

果之间存在差异． 定量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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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时滞效应，有助于

客观判断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发挥规制作用的时

期，为科学评估政策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

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

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标准分为国家级标准和

地方级省级标准两个级别［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在中央的领导和调控下承担

着环境治理工作． 具体而言，国家级环境规制政策

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和

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并按照政

策的具体要求负责实施． 两级政府平衡环境与经

济增长问题的目标不一致，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

地经济的目的，有动机不完全或扭曲执行国家的

环境规制政策［2］，其环境规制执行行为直接影响

着整个国家的环境治理效果［3］，因此，省级环境

规制政策通常被作为影响当地环境治理结果的主

要因素，基于省级层面进行研究的文献逐渐涌

现［4］．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是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

理的重要依据，中央政府针对不同环境问题每年

颁布大量的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也依据本省

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布大量环境治理规定． 多条环

境规制政策中包含不同的规制目标和措施，执行

时发挥不同效力，成为共同影响地方环境治理的

因素．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中央 + 地方”多重环

境规制政策共同规制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会

表现出怎样的时滞效应?

1 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政策是各级政府施行环境规制的核

心依据，现有研究通常针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某一

方面作出研究，例如探究某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

的有效性、优劣性［5］，或评估环境规制政策的实

施效果［6］等，针对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时政策

性质的研究较少． 随着政策的推进，政策滞后是一

个客观必然的常态现象． 政策产生社会效应的时

间不仅受到执行效率的影响，还受到其他社会因

素的影响，不同政策产生社会效应所耗费的时间

大相径庭，从而出现政策效应滞后现象． 政策效力

递减规律表明: 从政策周期来看，任何政策都会遵

循效力低效期、效力增长期和效力递减期三个阶

段． 政策具有时效性，不同时期内发挥的效力不

同． 现有对政策时滞效应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

尤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通过分析影响政

策时滞 的 机 理 与 因 素，测 算 出 时 滞 的 具 体 时

间［7］． Ｒossi 和 Zubairy［8］使用面板 SVAＲ 模型分

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 GDP 不同频域波动的

影响效应． 柴建［9］通过 VAＲX 模型测算了在金融

危机背景下中国的货币供给量 M2 对宏观经济的

时滞效应． 一些学者将时滞效应迁移到科技等多

种领域展开研究． Moralles 和 Aparecida［10］基于分

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政府创新投资对不同行业产出

增长的时滞效应． 高军和索玮岚［11］提出多阶段时

滞效应分析方法，以进行科研机构各阶段内不同

形式产出的滞后期测算． Jin 和 Han［12］采用分布

滞后模型考察美国和日本的 FDI 对中国三大产业

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发现 FDI 对产业结构变动

的影响在时滞效应下不断减弱． 遗憾的是，当前关

于环境规制政策时滞效应的研究未能得到足够关

注． 虽然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环境规制的

时滞效应问题，如 Lajeunesse 等［13］在分析魁北克

制造业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之间的关系时，尝试使用滞后的环境规制变量捕

捉假设的动态方面，Jaffe 和 Palmer［14］在研究环境

规制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时，尝试探讨环境规

制在当期和滞后一期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Teng
等［15］在调查企业的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时发现企业施行的环境规制具有时间滞后效应，

环境管理的收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但针

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滞效应未见相关深入研究．
产业结构变动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的制约，现

有研究集中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或产业转移的

影响，通常选择当期或滞后某期的环境规制强度

作为自变量． 这些研究选择当期环境规制强度验

证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16，17］，缺乏对环境规制

强度变量产生影响过程中时滞问题的讨论． Zheng
和 Shi［18］在研究多重环境政策对污染行业迁移的

影响时，以及傅京燕和李丽莎［19］在研究环境规制

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时，都为了控制环境政策

的滞后效应将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滞后一期． 此类

研究虽然考虑了环境规制的时滞问题，但对于滞

后时期的选择以知识和经验为依据，尚需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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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范玉波和刘小鸽［20］在检验环境规制政策的

变动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时使用排污费数额作

为环境规制变量之一，得出排污费滞后一期仍然

对产业起到促进，其作用释放具有时间延迟性的

结论． 侯伟丽等［21］采用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占地区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表明环境

规制强度在滞后一期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最

明显． 此类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了滞后的环境规制

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但使用环境规制结

果变量得出的时滞期和影响效应，与环境规制政

策本身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影响存在差异，可

能导致时滞效应的测度偏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变

动的研究中，鲜有学者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

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的

环境规制政策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共同制订和

颁布，政策类型繁杂，数目庞大，规制对象涉及多

种领域，全面完整地搜集工作量巨大，影响了相关

研究的开展; 二是因为环境规制政策以文本形式

颁布，开展对政策的定量研究，首先需要一套科学

合理的文本量化标准，将每份政策文本转化为能

够定量研究的数据后，再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此项研究尚属初探性工作，给时滞研究造成挑战．
然而，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滞效应是一项不可忽视

的重要问题，对时滞效应的把控有助于政府了解

环境规制政策自颁布起对产业结构变动的逐期影

响，从而科学地决定环境规制政策的生命周期，提

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效力精准度，规避负面时滞效

应，同时为环境规制政策质量的评价提供又一参

考标准．
通过量化分析中央层面和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

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创新之处在于: 1 ) 将

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多条环境规制政策同时

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量化环境规制政策的文本

内容，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从政策本身出发

揭示环 境 规 制 政 策 对 产 业 结 构 变 动 的 时 滞 效

应． 2 ) 以京津冀及周边这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

政策重点实施省市为研究区域，剖析特定区域

的环境 规 制 政 策 在 生 命 周 期 各 时 段 的 影 响 效

应，为科学施策提供借鉴．

2 模型构建

环境规制政策由作者的研究团队从全国人

大、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等 40 多个机构以及各

行政区划政府和下属部门的官方网站系统搜集而

来，为保证政策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进一步使

用万方数据库和全球法律法规数据库对已搜集的

政策依照颁布年份进行复查、过滤和补充，最终保

留与政策定义高度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 其他数

据来源于《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 国 工 业 统 计 年

鉴》、京津冀及周边省份的经济统计年鉴和科技

统计年鉴，主要包括各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地区

生产总值、人均 GDP、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额、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职工平均工资、科技

支出等．
2． 1 自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是测量环境规制政策效力的指

标，本研究着眼于中央及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分析

量化政策文本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并以省级

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自变量． 作者的研究团队依据

搜集的环境规制政策建立了环境规制政策数据

库，并发表了多篇论文［22 － 24］． 考虑到 2005 年首钢

搬迁是京津冀产业结构变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关注的重

点内容，结合政策的可得性和时滞性，从环境规制

政策数据库中选出 2004 年 ～ 2016 年与大气污染

防治相关的政策展开量化研究． 最终得到以“防

治污染”为政策目标的中央政府颁布的环境规制政

策 1 100 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颁布的环境规制政策

873 条，其中北京 215 条、天津 141 条、河北 232 条、
河南 62 条、山东 62 条、山西 161 条．

关于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量化标准和量化步

骤，沿用课题组已经形成的量化方法［24］，基于政

策文本外部属性和内部结构，从政策力度、政策措

施和政策目标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并依据政策对

每一维度重视的强弱程度赋予 1 分 ～ 5 分不等的

分值． 政策力度与政策的法律效力、颁布主体和政

策类型紧密相关，表明了政府实施政策的态度的

强硬程度． 政策措施是为达成既定目标采用的手

段［24］． 政策目标是政策执行预期可以达到的目

的、要求和结果［24］．“防治污染”是政府颁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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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也是构建环境规

制强度指标的重要因子，它是通过严格治理污染

排放等途径达成的．

依据政策量化标准，使用环境规制政策力度、
六项政策措施和“防治污染”目标构建环境规制

强度指标，构建机理如图 1．

图 1 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构建机理

Fig． 1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ex

研究期间，第 t 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测

算方法由公式( 1) 表示． petj 表示第 t 年每条政策

的政策力度; pgtj 表示每条政策对“防治污染”目

标的重视程度，即环境规制政策中“防治污染”
目标的得分; pmtj 表示第 t 年每条政策的政策措

施总得分，由六项单项措施的得分加总得到． 同

时以第 t 年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数目 n 作为除

数加入公式，消除了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由于

颁布政 策 数 目 的 差 异 对 环 境 规 制 强 度 造 成 的

影响．

EＲSt (= ∑
n

j = 1
petj × pgtj × pm )tj n，

t = ［2004，2016］ ( 1 )

依照公式( 1 ) ，构建省级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EＲSt－1 作 为 自 变 量． 参 照 现 有 研 究 的 做

法［18，19，21］，考虑企业不能立即对政策做出反应，

环境规制强度变量采取滞后一期形式． 这种处

理一是为了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二是为了

控制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滞效应．
2． 2 因变量

因变量主要考察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第二产业由工业和建筑业构成，基本包含所有

污染密集型行业． 连续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产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反映出整体产业

结构发生变动． 金刚和沈坤荣［25］在考察地方政

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时使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

衡量产业结构; Hao 等［26］指出第二产业主导着

污染物排放情况，使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

产总 值 的 比 重 衡 量 产 业 结 构． 借 鉴 以 往 研

究［25，26］，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变动．
2． 3 控制变量

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时，常用的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

程度、贸易开放水平、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劳动

力成本、研发投入等． 1 ) 经济发展水平，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达到的水

准，用地区人均 GDP 表示［27］． 2 ) 对外开放程度，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 我国

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对外商直接投

资的调控能够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选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表示［28］． 3 ) 贸易开放水平，是衡量一个国

家某年进出口贸易金额在当年 GDP 总额中占比

的指标． 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的引导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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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过程［29］，为衡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选用

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

示［21］，其中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由境内目的地

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表示． 4 ) 基础设施资本存

量． 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

基础设施，本研究采用张军等［30］的测量方法，以

2005 年为基期，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经济基

础设施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 5 ) 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 成 本 的 大 小 是 影 响 企 业 选 址 的 重 要 因

素［31］，劳动力成本上升会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

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选用职工平均工资

表示［32］． 6 ) 研发投入． 企业为提高产能效率，减

少污染物排放而进行技术研发、升级的必要成

本支出． 本研究参照高广阔［33］的研究，选用各省

市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表示． 7 ) 中央环境规制强度． 中央颁布的环境规

制政策对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环境规制政策具

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各省市产业结构变动产

生中央政策层面的规制作用． 将中央环境规制

强度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算方法与自变量相

同，采取滞后一期形式．
结合污染企业的发展规律，考虑除省级环

境规制强度外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将中

央 环 境 规 制 强 度 ( EＲSC )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 ln GDP) 、对外开放程度( ln FDI) 、贸易开放水

平( ln EXP)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 ln ICS) 、劳动

力成本( ln LC) 、研发投入( ln ＲD) 七个控制变量

引入模型，变量描述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变量名称 说明

因变量 ln IS 产业结构( % ) ( 对数形式) 用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自变量 EＲS 省级环境规制强度( 对数形式)

控制变量

EＲSC 中央环境规制强度( 对数形式)

ln GDP 经济发展水平( 对数形式) 用人均 GDP 表示

ln FDI 对外开放程度( % ) ( 对数形式)
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ln EXP 贸易开放水平( % ) ( 对数形式)
用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表示

ln ICS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对数形式) 永续盘存法

ln LC 劳动力成本( 对数形式) 用职工平均工资表示

ln ＲD 研发投入( % ) ( 对数形式)
用各省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一般预

算支出的比重表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ln IS 78 － 0． 778 0． 312 － 1． 647 － 0． 648 － 0． 527

L． EＲS 72 3． 727 0． 593 2． 197 3． 760 5． 018

L． EＲSC 72 2． 671 0． 301 2． 180 2． 660 3． 180

ln GDP 78 － 7． 897 0． 641 － 9． 294 － 7． 923 － 6． 741

ln FDI 78 － 3． 781 0． 710 － 5． 386 － 4． 068 － 2． 501

ln EXP 78 － 1． 377 0． 821 － 2． 940 － 1． 391 0． 196

ln ICS 78 10． 808 0． 615 9． 759 10． 725 12． 098

ln LC 78 － 7． 903 0． 554 － 9． 019 － 7． 845 － 6． 703

ln ＲD 78 － 3． 930 0． 584 － 4． 819 － 3． 986 － 2． 720

表 2 是因变量 lnIS，自变量 EＲS 和控制变量

EＲSC、lnGDP、lnFDI、lnEXP、lnICS、lnLC、lnＲD 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取对数) ． 所有变量的标准差较

小，表明在 2004 年 ～ 2016 年各变量的变化过程

较为平稳，但最小值之间、最大值之间、均值之间

相差较大，表明在 2004 年 ～ 2016 年各变量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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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 不同变量间的变化反映了自变量、控制变

量对因变量的不同影响，也反映了经济、社会、科
技、政策等因素的变化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产业

结构变动的实际影响情况．
2． 4 模型

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

现有研究基本秉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两者之间

呈线性关系，另一种认为两者之间呈非线性关系．
Brunnermeier 和 Levinson［32］提出可以利用 Heck-
scher-Ohlin 提供的线性模型结构测量环境规制对

经济活动的影响; Zheng 和 Shi［18］构建了单变量

Probit 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产业转移

的影响; 侯伟丽等［21］设定线性计量模型研究环境

规制强度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 认为环境规制

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的学者通常构

建含有环境规制强度二次方项的非线性方程，如

傅京燕等［19］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对 FDI 流入的影

响呈“U”形，在计量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强度二

次方项作为自变量; Wang 等［34］认为随着环境行

为的控制从中央政府向最分散的行政层级转移，

企业环境行为呈倒“U”形发展． 由于现有研究没

有明确验证出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

响形式，本研究将分别构建两种模型进行检验． 首

先构建线性计量模型

lnISi，t = α0 + β1 EＲSi，t －1 + β2 lnGDPi，t +
β3 lnFDIi，t + β4 lnEXPi，t +
β5 lnICSi，t + β6 lnLCi，t +
β7 lnＲDi，t + β8 EＲSCi，t －1 + εi，t ( 2)

其中 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εi，t 代表误差项，β1

代表省级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短期边

际效应．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省级环境规制强度

二次方项，构建非线性模型

lnISi，t = α0 + β0 EＲSi，t －1 + β1 EＲS
2
i，t －1 +

β2 lnGDPi，t + β3 lnFDIi，t +
β4 lnEXPi，t + β5 lnICSi，t +
β6 lnLCi，t + β7 lnＲDi，t +
β8 EＲSCi，t －1 + εi，t ( 3)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运用 Pearson 相关系

数检验方法完成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但考虑现

实意义，政府颁布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

动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故继续对模型进行

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才能避免伪回归．

本研究构建的是小 N 大 T 的长面板，选取 LLC 面

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在含常数项和趋势项的 LLC
检验中，无论因变量和自变量在何种滞后期数下，

检验结果均平稳; 在仅含常数项的 LLC 检验中，

虽然无滞后期数的检验结果显示因变量和自变量

不平稳，但滞后一期及多期的检验结果均平稳． 对

于面板平稳性检验来说，只要一种模式的检验结

果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可以认为该

面板中各变量平稳，能够对模型展开进一步的实

证分析．

3 实证分析

面板数据为平衡面板．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

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或组间同期相关的影响，

针对以上三种情况进行检验，并采用全面可行广

义最小 二 乘 法 ( FGLS ) 进 行 估 计． 结 果 如 表 3
所示．

表 3 中 Wald 检验和 Wooldridge 检验结果表

明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 p ＜ 0． 01 ) 和组内自相关

( p ＜ 0． 01) 的干扰，运用 FGLS 方法修正． 模型( 2)

的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滞后一期时，省级

环境 规 制 强 度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 009 58 ( p ＜
0. 05) ，省级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具有

比较明显的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发挥效力的地方

环境规制政策会导致第二产业结构扩张． 环境规

制政策从颁布到验收成效需要一定时间，政策颁

布后一年是企业对照环境规制标准完成自身评估

的时期． 部分无法达到环境规制标准的企业可能

会在短期内集中生产，以期在受到政府规制前取

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第二产业结构呈现明显

的扩张状态． 滞后一期发挥效力的中央环境规制政

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不明显． 模型( 3) 的结

果显示: 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二次方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02 97，说明地方环境规制政策滞后一期发挥

效力时对产业结构变动呈倒“U”形影响，环境规

制强度导致第二产业比重先增加后减少，但由于

回归系数不显著，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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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影响不明显．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 构变动的影响同样不明显．
表 3 面板回归结果

Table 3 Ｒesults of panel regression

变量 模型( 2) 模型( 3) 变量 模型( 2) 模型( 3)

L． EＲS 0． 009 58＊＊ 0． 030 7 lnICS 0． 113* 0． 113*

( 0． 004 82) ( 0． 046 2) ( 0． 062 3) ( 0． 062 0)

L． EＲS2 － 0． 002 97 lnLC 0． 357＊＊＊ 0． 357＊＊＊

( 0． 006 48) ( 0． 128) ( 0． 128)

L． EＲSC － 0． 011 5 － 0． 011 7 lnＲD － 0． 031 7 － 0． 032 5
( 0． 008 79) ( 0． 008 79) ( 0． 026 2) ( 0． 026 4)

lnGDP 0． 232＊＊ 0． 236＊＊ year － 0． 094 9＊＊＊ － 0． 095 3＊＊＊

( 0． 093 3) ( 0． 093 9) ( 0． 011 7) ( 0． 011 7)

lnFDI 0． 033 7＊＊＊ 0． 033 6＊＊＊ Constant 192． 5＊＊＊ 193． 3＊＊＊

( 0． 013 0) ( 0． 013 0) ( 23． 34) ( 23． 31)

lnEXP 0． 009 36 0． 009 56 Number of id 6 6
( 0． 017 7) ( 0． 017 6) Observations 72 72

Wald test 74． 51＊＊＊ 71． 36＊＊＊ Wooldridge test 12． 661＊＊ 15． 03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差，回归结果由 STATA 14． 0 给出．

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具有时

滞效应，当年颁布的政策的规制效果可能在当年

即刻呈现，也可能在几年后显现，依据经验选择滞

后一期作为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的滞后时期，

可能会使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回归

结果不准确． 针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滞后时期问题，

将当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滞后 1 年、2 年、3 年的环

境规制强度分别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不同滞后期数的环境规制

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由线

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省级环境规制强度

变量滞后多少期，回归系数都非常小． 除滞后一期

以外，其他滞后时期的省级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

都不显著． 中央环境规制强度在不同滞后时期同

样不显著． 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效应不突出． 由非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 如果

环境规制政策在颁布当年即刻对产业结构产生规

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呈现“U”
形影响． 如果环境规制政策在颁布后的第三年或

第四年效力突出呈现，其影响效应呈倒“U”形． 需

要指出的是，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二次方项在不同

滞后时期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省级环境规

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不突出． 中央

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滞后时期对产业结构变动的

影响效应不明显．
表 4 不同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variables in different lag periods

变量 模型( 2) 模型( 3) 变量 模型( 2) 模型( 3)

EＲS － 0． 003 37 － 0． 033 3 L2． EＲS 0． 000 956 0． 044 8
( 0． 004 67) ( 0． 046 6) ( 0． 004 71) ( 0． 050 3)

EＲS2 0． 004 19 L2． EＲS2 － 0． 006 11
( 0． 006 53) ( 0． 007 00)

EＲSC － 0． 001 23 － 0． 000 586 L2． EＲSC 0． 000 971 0． 001 16

( 0． 007 56) ( 0． 007 52) ( 0． 009 72) ( 0． 009 77)

L． EＲS 0． 009 58＊＊ 0． 030 7 L3． EＲS － 0． 002 08 0． 070 5

( 0． 004 82) ( 0． 046 2) ( 0． 004 89) ( 0． 052 3)

L． EＲS2 － 0． 002 97 L3． EＲS2 － 0． 010 2
( 0． 006 48) ( 0． 007 29)

L． EＲSC － 0． 011 5 － 0． 011 7 L3． EＲSC 0． 018 0* 0． 015 7
( 0． 008 79) ( 0． 008 79) ( 0． 009 66) ( 0． 010 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差，回归结果由 STATA 14． 0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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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时效性，政策一经颁布会连

续多年发挥效力，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多期影响效

应． 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加入环境规制强度变

量的多期影响效应，构建模型( 4) 和模型( 5) ．
lnISi，t = α0 + β0 EＲSi，t + β1 EＲSi，t －1 + … +

βk EＲSi，t －k + γ0 EＲSCi，t +
γ1 EＲSCi，t －1 + … + γk EＲSCi，t －k +

∑ αm Controli，tm + εi，t ( 4)

其中 β0…βk代表省级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

动的短期边际效应; ( β0 + … + βk ) 代表省级环境

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多期效应; γ0…γk代表

中央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短期边际效

应; ( γ0 +… + γk ) 代表中央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

结构变动的多期效应; Controli，tm为控制变量集合．

lnISi，t = α0 + β0 EＲSi，t + β1 EＲSi，t －1 + … +

βk EＲSi，t －k + δ0 EＲS
2
i，t + δ1 EＲS

2
i，t －1 +

… + δk EＲS
2
i，t －k + γ0 EＲSCi，t +

γ1 EＲSCi，t －1 + … + γk EＲSCi，t －k +

∑ αm Controli，tm + εi，t ( 5)

表 5 环境规制强度的多期影响效应估计

Table 5 Multi-period effect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EＲS 0． 009 64 － 0． 166＊＊＊ L2． EＲSC － 8． 10e － 05 － 0． 027 3＊＊

( 0． 006 53) ( 0． 049 9) ( 0． 013 2) ( 0． 012 6)

L． EＲS 0． 022 8＊＊＊ － 0． 119＊＊ L3． EＲSC 0． 023 5 － 0． 041 6＊＊

( 0． 007 40) ( 0． 051 0) ( 0． 017 0) ( 0． 018 4)

L2． EＲS 0． 017 7＊＊ 0． 118＊＊ L4． EＲSC － 0． 004 02 － 0． 054 9＊＊＊

( 0． 007 07) ( 0． 048 5) ( 0． 016 2) ( 0． 016 6)

L3． EＲS － 0． 005 99 0． 284＊＊＊ lnGDP 0． 503＊＊＊ 0． 759＊＊＊

( 0． 006 56) ( 0． 049 4) ( 0． 125) ( 0． 106)

L4． EＲS － 0． 009 78 0． 063 9 lnFDI 0． 001 86 0． 030 6＊＊

( 0． 005 96) ( 0． 047 4) ( 0． 016 7) ( 0． 012 9)

EＲS2 0． 025 8＊＊＊ lnEXP － 0． 045 2＊＊ － 0． 087 4＊＊＊

( 0． 006 94) ( 0． 020 8) ( 0． 020 8)

L． EＲS2 0． 020 7＊＊＊ lnICS － 0． 066 5 － 0． 032 4

( 0． 007 15) ( 0． 066 6) ( 0． 053 0)

L2． EＲS2 － 0． 015 5＊＊ lnLC 0． 070 0 0． 052 7

( 0． 006 88) ( 0． 143) ( 0． 150)

L3． EＲS2 － 0． 042 1＊＊＊ lnＲD 0． 080 1＊＊ 0． 084 6＊＊＊

( 0． 007 02) ( 0． 033 2) ( 0． 029 5)

L4． EＲS2 － 0． 011 4* year － 0． 074 4＊＊＊ － 0． 104＊＊＊

( 0． 006 55) ( 0． 013 8) ( 0． 013 7)

EＲSC 0． 001 73 0． 023 0＊＊ Constant 153． 0＊＊＊ 214． 6＊＊＊

( 0． 009 77) ( 0． 010 0) ( 28． 13) ( 27． 86)

L． EＲSC 0． 013 9 0． 018 0 Number of id 6 6

( 0． 012 5) ( 0． 012 2) Observations 54 54

Wald test 3 094． 57＊＊＊ 659． 3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差，回归结果由 STATA 14． 0 给出．

“五年规划”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

目标和方向，每个“五年规划”的开始和终止伴随

着一批新政策的出台和旧政策的废止． 将 5 年作

为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效期，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模型( 4)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地方

环境规制政策颁布当年及其后的两个年度，对第

二产业比重增大具有促进作用 ( L． EＲS、L2． EＲS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 5% 的显著性水 平 上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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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省级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效应随滞后期数的增长而减弱． 从政策颁布后的

第四年开始，省级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变动

呈现负向影响( L3． EＲS、L4． EＲS 的回归系数为负

值，系数较小且不显著) ． 中央环境规制强度对产

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不明显． 模型 ( 5 ) 的回归

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政策颁布的前两年，省级环境

规制强度一次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二次方项的

回归系数为正值，二者都非常显著，对产业结构变

动的影响效应呈“U”形． 从环境规制政策颁布后

的第三年开始，政策影响效应发生改变，省级环境

规制强度一次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二次方项的

回归系数为负值，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呈

倒“U”形． 此回归结果与不同滞后期的环境规制

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相似，说明地方环境规制政

策在较长时期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规制作用． 环

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在颁布后

的第五年基本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政策具有一

定的时效性，政策效力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地方

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如图 2
所示． 从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现实

情况分析: 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在最新颁布的两年

内会导致污染企业在政策冲击下采取减产、临时

关停等方式来应对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此时一

部分企业尝试对产业升级改造，另一部分企业保

持观望态度，一旦政府放松对污染减排的要求，便

回到造成污染的初始状态． 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发

挥效力的第三年、第四年，仍然无法达到环境规制

要求的污染企业不得不在持续的规制作用下关停

或迁出，致使污染企业数目降低，第二产业结构缩

减． 随着地区污染状况的改善和新环境规制政策

聚焦点的转移，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

影响在更长年度中不再明显．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

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与地方环境规制政策

的时滞效应趋势相同，但中央环境规制政策在颁

布后的第五年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依然显

著，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比第三年、第四年大，说

明中央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滞效应更加明显，政策

的时效期可能更长． 综上可知: 多重环境规制政策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时滞效

应，这种效应呈现多期的非线性关系． 此外，从某

一年的产业结构变动受到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

的角度来看: 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

的影响呈现倒“U”形．

图 2 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Fig． 2 Time lag effect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 bootstrap 方

法扩大样本，对面板数据重复抽样以重新测算回

归系数和回归标准误，共计抽取 1 000 个自助样

本． 对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重复抽样的结果②

与实证分析章节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不同滞后

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样本回归

结果中增大，显著性增强，标准误减小，回归结果

较为稳健; 环境规制强度多期影响效应的回归系

数增大，标准误减小，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当年即

刻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从第三年开始产生

较为稳定的规制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使用面板

矫正标准误( PCSE) 重新估计模型． 环境规制强度

变量滞后一期时，中央环境规制强度的显著性增

强，但依然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负向影响; 环境规

制强度变量滞后三期时，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二次

方项和中央环境规制强度的显著性略有增强，但

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与实证分析章节的回

归结果保持一致． 多期滞后的省级环境规制强度

二次方项在滞后二期和滞后四期时不显著，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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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多期影响效应来看，此结果与

实证分 析 章 节 的 回 归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FGLS 和

PCSE 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误差项的协方差矩

阵，回归结果对于估计方法的敏感性略有不同，如

果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趋近一致，则说明模型具

有较好的稳健性． 因此，使用 PCSE 估计得到的回

归结果中虽然个别变量的显著性与实证分析章节

的回归结果具有微小差异，但整体来看实证结果

较为稳健．

5 结束语

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

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

动的关键，有助于判断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发挥规

制作用的时期． 对 2004 年 ～ 2016 年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环境规制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构建环

境规制强度指标，通过线性计量模型和含有省级

环境规制强度二次方项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定量

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主要结论如下:

1) 相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滞后不同年度发

挥作用时，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不同． 不同

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的时限不相同，滞后一年

的环境规制强度不能完全表征政策对产业结构变

动的影响，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时效性以及产

业结构变动的缓慢性和长期性，会导致回归结果

出现偏差． 此外，不同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产

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都不显著，某年的产业结构变

动是由多期的多重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 因

此，不能单纯以某一年的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自变

量． 同理，某一年颁布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

变动的影响是多期的．
2) 环境规制政策在颁布当年对产业结构变

动具有短期的冲击效应，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

稳定地促使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预期达到的目标

方向变动，直至第五年效力逐渐消失． 环境规制政

策颁布当年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冲击是强烈且短暂

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为逃避责罚做出暂

时性应对行为． 环境规制政策颁布后的第三年、第
四年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效应，呈现倒“U”形影

响． 无论是产业升级改造，还是迁移他处，污染企

业都需要较长的缓冲期以达到环境规制政策的要

求． 在“五年规划”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颁布后

的四年足以让企业做出决策与改变． 环境规制政

策颁布后的第五年，政策效力逐渐衰减，但对第二

产业结构变动仍具有规制作用． 政府在制定环境

规制政策时，需结合政策实施对象的实际情况，考

虑政策规制作用的起始时间和持续时期，掌握好

环境规制政策的时间规律，提高政策规制的有效

性和精准度，达到预期目标．
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环境规制政策对

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两种产业结构变动形式的时滞

效应，以及讨论不同环境规制措施对产业升级和产

业转移两种产业结构变动形式的时滞效应，都具有

较好的理论与实际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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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ime-lag effect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ZHANG Guo-xing1，2，LIU Wei1，BAO Hai-xu1

1． School of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2．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time-la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n the time dimension． Beijing-Tian-
jin-Hebei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n-
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t the central level and thos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from 2004 to 2016，the time-lag effect of“central + local”multip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in-
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ime-la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multi-period，an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effect of multi-period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and the impact of multi-perio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
ture change is inverted U-shaped． 2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usually have immediate regulatory
effect on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the year of promulgation，but the impact is strong and short-lived，which will
cause polluting enterprises to make temporary response in the short term． 3) From the third year，the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have played a continuous and stable role in regula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making the secondary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change in the di-
rection of target expected by the polic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time-lag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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